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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文学视域中儿童文学史
研究的理据与路向

吴 翔 宇,周 莹 瑶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321004)

摘 要:中国儿童文学史的重构需要在百年中国文学的视域中找寻理据才能开拓新的研究境地。

廓清儿童文学概念是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原点问题。对于儿童文学元概念的阐释,学界存在着“描述

性”或“结构性”两种界说方式。前者将儿童文学描述为“儿童”的“文学”,体现为两个关键词的铺排及平

议。后者则将其视为一个结构性的关系,两者互为意义生成的义项。对儿童文学元概念的误读及曲解,衍

生了中国儿童文学史书写的混杂,也成为制导儿童文学史观偏误的根由。文学批评是贯通创作与文学史

的中间桥梁,围绕“儿童文学是什么”的持续发问,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突破了传统诗文评的旧套,引领了儿

童文学创作潮流,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演变提供了语义场,从而开启了育化“新人”与“文学现代化”的百

年发展历史。在百年中国文学的视域中考察儿童文学的发展史,不是要以中国现当代文学来套用和覆盖

儿童文学,而是要将儿童文学史纳入新文学发展的整体格局,在遵循“一体化”与“主体性”辩证逻辑和整体

研究中开创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新路径。这种研究思路有助于在结构与系统中重构其历史图景,凸显

百年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及儿童文学的学科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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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现状、问题及价值

明晰的“史”的沿革、独特的学科属性、专业的创研队伍及指向“儿童”的价值旨趣,保障了中

国儿童文学具备独立成史的品格。由是,在儿童文学学科化的过程中,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也成

为当前文学“历史化”研究绕不开的议题。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书写,始于1980年

代。蒋风、张香还、陈子君、张之伟、张永健、杜传坤、王泉根等人编撰的中国儿童文学史著作,各

具特色,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格局的形成及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学界不太考虑“观念逻辑内涵问题”,因而中国儿童文学的“史著书面形态”[1]并不少见。文

学史的不断“重写”,既是撰史者思想观念革新的表征,也体现了周海波所谓“文学性的焦虑”[2]。

如何在文学史写作中叙述文学性,是当前学界关注的学术热点议题,文学史研究要解决的是科学

性的问题,即历史叙事的真实性问题,实质上也是文学史观的问题。而要确认儿童文学撰史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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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性问题,最为关键的是在“儿童文学”概念的理解上达成共识。与此同时,在确认了“儿童是什

么”与“儿童文学是什么”的前提下,还要弄清楚“儿童文学史怎么写”的问题。

除了独立写史之外,中国儿童文学还涉及入史的问题。由于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

间的同源、同质与同向性,作为中国新文学一脉的儿童文学还要考虑其进入现当代文学史的问

题。但是,在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初稿》、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钱理群

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中

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文学史著作中,却几乎都没有“儿童文学”

的内容。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文学史家都忽视儿童文学的存在,基于百年中国新文学传统的一贯

性,一些学者将儿童文学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视野。其中,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3]是

最早在中国新文学视域中研究儿童文学的史著,该书以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北新书局、儿童书

局等出版的儿童读物为主线,简要阐述了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的状况。不过,该著将儿童文学的

发生置于“整理国故”的背景下,则弱化了其应有的价值。此外,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纂的《中

国当代文学史稿》设置专章讨论张天翼的童话《宝葫芦的秘密》[4]。曹文轩的《中国八十年代文学

现象研究》专辟“觉醒、嬗变、困惑:儿童文学”一章[5]。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集中探讨了

“十七年”和新时期儿童文学发展主潮[6]。朱晓进等的《作为语言艺术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特

设了“文学语言变迁与儿童文学文体的发展”章节[7]。魏建和吕周聚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新

编》[8]、刘勇和李怡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9]、高玉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程》[10]等

著述中,均有儿童文学的内容或独立章节。值得一提的是,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11]是目

前学界第一部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脉络中完整纳入儿童文学内容的史著,该著将“儿童文学”纳

入“新文学”框架内,构成了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有效衔接的新文学体系。无疑,儿童文学纳入中

国新文学史并不是“量”的扩容,而是文学观念的拓新。不过,中国儿童文学并非现当代文学的副

本,其自身发展的主体性并未消融,在百年中国文学视域中研究儿童文学史,正蕴含着这样一种

“一体化”与“主体性”的辩证逻辑。

在百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梳理儿童文学史,是重写儿童文学史的一种新思路,这种一体

化的史识源自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发生学”机制[12],在新文学系统中有效扩充了中国儿

童文学先天不足的学科境界,弥补了纯文学本质论的陈旧史观的缺憾。由于夯定了新文学的发

生性质,中国儿童文学得以在现代性的坐标中确立其学科性质和发展方向。对于中国儿童文学

史的研究,朱自强主张运用“凝视”“谛视”和“审视”的批评方法,以期突破儿童文学史研究的局

限,实现方法论的创新[13]。然而,跨域并非中国儿童文学史重构的终极目标,整合和融通才是其

研究创新的关键。王泉根立足于整个大文学的格局,从发生期儿童文学与近现代文学“合辙同

构”的机理中探寻前者的特殊性[14]。不过,20世纪初叶中国文学整体发展的多样化、多质性并不

能直接套用于儿童文学发展的路径中,儿童文学独特的再造“儿童”的价值旨趣必须予以充分关

注。李利芳认为,儿童文学以儿童主体的内在尺度为特征,儿童主体的价值决定论作为客体的文

学的具体形态[15]。这即是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是儿童主体价值思想演进的历史,是探寻现

代中国文化思想的有效途径。整体来看,上述研究既有中国儿童文学史在时间层面的纵向贯通,

也有在空间层面的横向拓展,初步形成了比较开阔的研究视野和较为合理的研究格局。但也存

在诸多不足和缺憾:一是在“大文学史”格局中观照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学术意识不够明确;二是

整体性把握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观的路径与方法不够深入;三是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历史变化

的轨迹与内在规律的阐释不够全面;四是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内涵的丰富性、延展性、结构性没有

得到贯通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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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在百年中国文学视域下探究儿童文学史,就有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不是断代史

的叠加,也不是个案研究在历史线性维度上的累加,而是把断代研究、个案研究以及文学现象研

究纳入百年中国文学视野之中。这种研究有助于打破各个阶段各自为政的局面,也可以避免将

作家整体性的创作实践因文学史阶段性的划分而切断。在百年中国文学视域下研究中国儿童文

学发展史,意味着强化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内外思想资源的勾连与贯通,既尊重儿童文学内在发展

的自主性,又能考察动态文化语境的塑造力、作用力,进而在百年中国文学整体脉络中探析儿童

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融合与疏离,在“一体化”与“主体性”的多维视域中梳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

发展脉络及演进规律,为重新确立中国儿童文学经典、重新解释中国儿童文学传统提供话语资

源,同时有助于重构中国儿童文学百年发展的历史图景,促进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通史性整体研

究,进而完整展现百年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突出儿童文学的学科性质。

二、“元概念”的多歧与儿童文学史研究的偏误

廓清“儿童文学”概念是开展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原点。从字面上理解,中国儿童文学的

特殊性体现在“儿童”与“文学”两个关键词上。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开篇之作,周作人《儿童

的文学》从“儿童的”与“文学的”两个维面来界定“儿童文学”[16]。对于两者的关系,周作人视“儿

童性”为“文学性”之基座,以儿童的特殊性来配置文学的语言、主题、文体。应该说,周氏对儿童

文学概念的界定及两者关系的理解不无道理。但遗憾的是,在理解“儿童性”与“文学性”的关系

问题上,周氏只具有界分的意识,尚无整合和融通两者关系的整体思维,这也导致了关于儿童文

学元概念阐释的诸多论争。

(一)由“儿童性”引发的元概念误读

“儿童的”属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儿童文学分殊于其他文学门类的显著标志。脱离了

儿童本体的文学显然难以纳入儿童文学的范畴。因而,在评判儿童文学读物的好坏问题上,“儿

童性”自然就成了首要的标准。唐小圃认同周作人前述儿童性的标准,认为如果不了解儿童心

理,儿童读物想要受儿童欢迎是不现实的。他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一问题:“中国儿童,只

知道神仙能驾云,他偏要把外国神仙请来,硬叫他生翅膀;中国儿童,只知道神仙是庄严可敬,他

偏做成一个裸体美人,如《西游记》上的女妖一般;儿童情窦未开,他偏要和他们谈恋爱;儿童仅知

握手鞠躬,他偏和他们接吻……他们怎么能欢迎呢!”[17]往深处考究,周作人、唐小圃界定儿童文

学概念遵循的是一种“描述性”的话语逻辑。即从概念生成的语义来界定,“儿童”的“文学”是儿

童文学概念的描述性内涵。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关涉“儿童性”的文学作品种类繁多,不能一概论定为儿童文学。如果从

接受者的角度来定义儿童文学,情况将更为复杂。例如儿童视角的文学、儿童形象的文学、儿童

创作的文学、儿童阅读的文学等都与“儿童”相关,但不能一概都界定为儿童文学,只要举一反例

即可力证。对此,班马指出:“一部儿童阅读史,就完全打乱了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许多人为界

限。”[18]由于儿童选择和理解层面的“模糊阅读方式”,使得研究者难以精确地判定儿童的知识能

力,因而要确定一部作品是否适合儿童阅读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更进一步说,儿童文学的接受者

到底是儿童还是保持赤子之心的成人,也难有统一的定论。譬如,李泽厚就认为《西游记》是“中

国儿童文学的永恒典范”[19],之所以有此界定,他是从接受者角度来立论的。显然,《西游记》并

非专为儿童而创作,其奇幻的想象确实能激起儿童的阅读兴趣,但以此判定其为儿童文学作品难

以令人信服。毕竟神话与儿童文学仅是“家族相似”,要经过一个“儿童文学化”的过程才能实现

其现代转换[20]。类似的推断俯拾即是,比如刘绪源将胡适的《尝试集》《尝试后集》视为儿童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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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其理由是,“即使不是童诗的诗,胡适也是用儿童的语言来写的,也是充满童趣的”[21];张永

健将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界定为儿童文学,原因是“历来受少年读者所喜爱……大都是为少

年读者着想”[22]。如果接受对象从儿童泛化到有赤子之心的成人,那么儿童文学的边界就会被

打破,从而使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的差异性变得模糊起来,由此也加剧了中国儿童文学与现

当代文学“一体化”研究的困难。尤其是随着奇幻小说传入中国,在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领域都

存在着“文类标识不清、术语使用混乱”[23]的问题,这也加剧了儿童文学元概念界定的困境。此

外,还有人将“是否写儿童”作为界定儿童文学概念的标准。这实际上也不够准确,如班台莱耶夫

的《文件》和韦伯斯特的《长腿爸爸》都没有写到任何一个儿童,但却不能否定它们是优秀的儿童

文学作品。

概念的模糊性给儿童文学的界定带来了诸多麻烦,但也激发了学人探求其“元概念”的浓厚

兴趣。为了进一步区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差异,孙建江曾提出“本位”的儿童文学和“泛本

位”的儿童文学[24]。在明确了纯粹的、无争议的儿童文学后,孙建江将一些追求“深沉”“凝重”和
“深度”的作品列入“泛本位”的儿童文学。毋庸讳言,孙建江的这种归类依然存在问题。即使真

有纯粹或非纯粹的儿童文学之别,但“深沉”“凝重”和“深度”也非区隔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内

在标志。应该说,儿童文学的基调可以“深沉”“凝重”,也可以写得有“深度”。儿童文学如此,成

人文学也如此。无独有偶,眉睫也提出了类似的“泛儿童文学”观。在肯定作家创作主体性的前

提下,他提出,“作品一旦完成———如果小读者接受,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儿童文学作品;如果

我们发现小读者读不懂,那么我们大可考虑将之从少儿出版物中剔除”[25]。眉睫的这种观念看

似解决了儿童阅读的能力差异、偏好所带来的儿童文学概念的游移问题,但又因泛化儿童阅读选

择的能动性而销蚀了儿童文学明确的指向性。事实上,“适合”儿童阅读并不是儿童文学之为儿

童文学的基本标尺,离开成人创作者专为儿童创作的指向性显然也会最终离弃“儿童性”本身。

对于“泛儿童文学”的理论误区,刘绪源重申了儿童文学创作中成人的主体性:“正因为有了自觉

为儿童创作的作家群,‘儿童文学’这一领域才开始出现,这是人类文明到达一定时候的成

果。”[26]只不过,那些“非自觉”为儿童创作的作品最后成为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也并非没有,比

如戈尔丁的《蝇王》即是一个典型例证。

(二)因“文学性”而衍生的元概念曲解

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儿童文学必然要持守其文学性。正如汤拥华所说,文学史写作的文学

性,关键不在于是否坚持文学自律的信念,而在于能否推进对“文学之为文学”“历史之为历史”的

深度描述与辩证思考[27]。显然,这种说法于儿童文学史书写同样适用。除了“儿童性”外,儿童

文学的“文学性”也具有其独特性。当然,其独特性依旧源自“儿童性”的限定。语言是一种“言”

“物”“意”构架[28],是彰显其文学性的重要标尺。如浅显通俗的语言、充满童趣的讲述方式、切合

儿童口味的文体等,都明确显示了儿童文学的独特性。成人文学之所以不是儿童文学,其根由在

于它不是专为儿童而创作的,其思想内容、语言形式、审美趣味都不是基于儿童而衍生的。因“读

不懂”“不想读”“不能读”的区隔,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壁垒就产生了。从表面上看,文体也是

区隔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显在标志。除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文体外,最具儿童文学特

性的文体是童话与图画书。但是,儿童文学文体间并不是绝对分立的,文体的跨界现象也时有发

生。儿童文学是一种“文类”,而不是一种“文体”[29],这也是造成对儿童文学“元概念”阐述多歧

的根由。不过,从文体概念来看,文体既是“文之体”,也是“文与体”[30],儿童文学文体依据不能

跳脱“儿童”及“儿童文学”的前摄义项的限制。在讨论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美学差异时,仍旧

存在着误读的情况。王泉根认为,儿童文学遵循“以善为美”,成人文学则遵循“以真为美”[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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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这种观点有些道理,但事实上,“真”或“善”是无法作为衡量一种文学的美学标准的。

显见的理由是成人文学也传达和遵循“美”的原则;同理,儿童文学也没有舍弃对“真”的探求。如

果非要给儿童文学冠之以“善”的原则,不仅无法概括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反而会窄化儿童文学意

涵的丰富性。在这一问题上,刘俐俐“以美均衡真善”[32]的观点更接近前述讨论的内核。为了进

一步探究儿童文学的价值观念,她启用了“审美本位”的原则,力图均衡儿童文学“娱乐”与“教益”

的功用,从而实现真善美的统一。显然,这种“均衡”的理论预设较为符合儿童文学的特性,因为

它考虑到了“美”与“真”“善”的融通性,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受制于历史语境的制导,

“美”的原则依然无法调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矛盾,最终也无法发挥“娱乐”和“教益”的社会功能。

在成人主导的话语系统中,“写儿童”还是“为儿童”的论争,是长期困扰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

的问题。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属于儿童文学,并非以是否写到了儿童为标准,我们也不能将中国文

学中出现了儿童形象的作品都定义为儿童文学。如鲁迅的《孔乙己》《故乡》《风波》等小说中都写

到了儿童,也塑造了独异的儿童形象,但这些都不属于儿童文学作品。借儿童来表达对成人社会

的思考,是鲁迅创作此类小说的真实缘由。“为儿童”则是从成人的创作动机来考察的,单纯从动

机去考察概念的本质属性显然有失公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任大霖主张将效果放在动机之前:

“假如只看动机(是否‘为儿童而写’)而不看效果(儿童是否接受是否喜爱),那么像《西游记》《社

戏》《离家的一年》《寂寞》,还有契诃夫的《万卡》、屠格涅夫的《白静草原》、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

勒》和都德的《最后一课》等等写儿童生活的杰作统统不能进入儿童文学之门,而不少内容晦涩、

形象干瘪、语言乏味,根本不可能被儿童所接受所喜爱的‘作品’,却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拥进儿童

文学园地中来,只要作家自己宣称这是为儿童(或少年)写的就行。”[33]应该说,任大霖的观点有

效拒斥了那些以动机来界定儿童文学的偏颇,但以效果来判定是否属于儿童文学的推理也有逻

辑问题。这种将成人文学合于儿童需要的“拿来”,势必会混杂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的界限,也会

在否弃一种极端观点的同时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客观理性的观点应该是动机与效果并重,儿

童文学应该是作家专为儿童创作的产物,同时,所创作的作品又要受到儿童的喜爱。从这种意义

上说,鲁兵主张将“儿童文学的定义还给儿童文学”就避免了上述矛盾:“一个作品是否属于儿童

文学,只能从这个作品的本身去检验,这才是最可靠的办法。一个作品是否属于儿童文学,就要

看它是否具有儿童文学的特点。”[34]这种返归儿童文学本身的观念有效地规避了成人及成人社

会对于儿童的建构性的假设,使儿童文学更好地回到儿童性与文学性的理论畛域。概言之,上述

理论上的争议实际上将“儿童文学”从一个学术概念转换为一个学科概念,中国儿童文学也因其

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没有自我本质化,其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特性恰恰体现在中

国儿童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既独立又依赖的关系上。

(三)从描述性向结构性概念转换及阐释

如果跳出“描述性”概念的迷雾,将儿童文学视为一个“结构性”概念,那么中国儿童文学史书

写的复杂性、多义性也将更为突出。所谓中国儿童文学的“结构性”,除了要系统考察“儿童性”与
“文学性”的先后关系,还要探究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代际”关系与话语转换,还要考察百年中国动

态语境的作用力及其对语境的反作用力。中国儿童文学是在“百年中国”与“百年中国文学”的整

体格局中发生和发展的,这是其特质,也是其宿命。从文学与思想的关系看,中国儿童文学史的

书写与研究离不开儿童文学史观的影响。儿童文学史观的基本问题是如何理解儿童文学自身发

展的历史,其背后关涉“儿童文学是什么”的判断与认知。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而言,这就要

求在史观的引领下对儿童文学的知识化生产作出阐释与评析。囿于陈旧的文学史观影响,一些

中国儿童文学史著过于高估“史前期”的价值,降低了五四儿童文学的“开端”意义及百年中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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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文学的“现代性”价值,这也成了此后重写儿童文学史的前因。同时,对“儿童本位观”所衍生的

儿童与成人“二分假设”[35]的后果反思还不够,对制导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中儿童观的演进脉

络缺乏整体研究的意识,其中尤其要警惕“非文学”与“纯文学”两种史观所制囿的“工具论”及“本

质论”后果。由于没有理顺文学史观的限制性与文学史整体结构的多元性的关系,一些介于儿童

文学与成人文学“中间地带”的类型,如“青春文学”“成长文学”“科幻文学”等概念有待进一步界

定,“儿童视角的文学”“童年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关系也亟须重新廓清。

与此同时,由于尚未理顺和融通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及儿童文学史观的关系,以往的中国儿

童文学史书写缺乏谱系学的自觉观照,长于研究发展史的阶段性特征,却忽视“过渡状态”的文学

史意义。重视语境对儿童文学的塑造作用,却忽视儿童文学对于语境的反作用力。百年中国文

学史可分为多个发展阶段,“断裂性”是表征文学史阶段性差异的标识。不过,正如王尧所洞见

的:“阶段性的特征被强调以后,‘过渡状态’的意义被过滤掉。”[36]如果不能将研究的视点置于中

国儿童文学史“转折”或“转型”的中间状态,并深入到这种状态内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结

构的多元状态,显然也无法达至对文学史整体性的认知。除此之外,单向性地从文学史结构的时

空拓展出发,盲视儿童文学史、儿童文学理论与儿童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也是阻滞中国儿童文

学史研究创新的缘由。而对这一议题的质询与反思,恰恰就可以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新

的学术增长点。

三、重启文学批评与儿童文学史的互动机制

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期,其翻译、创作和理论批评具有一体性。鲁迅、周作人、冰心、茅盾、

郭沫若等人横跨新文学与儿童文学两域,他们既是翻译家,又是作家,还是理论批评家,甚至还是

儿童阅读的伴读者。在此后儿童文学学科化的过程中,“分科立学”不仅有助于廓清儿童文学的

边界[37],而且也驱动专业和专职的作家、批评家、翻译家出现。学科界分使得曾经寄居于其他学

科门类的儿童文学具备独立身份,也因而拥有了特属的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然而,学

科间的分野和界限划定后,儿童文学史、儿童文学理论与儿童文学批评一体性的机制却不断弱

化,因而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文学史被这种“各司其职”的观念所界分而逐渐失去了联动的活力。

显然,这是一种悖反的逻辑,从学科自立的趋势着眼,精细化的分工符合学科化的诉求,但这种条

分缕析的分殊又容易衍生固化的思维,阻碍前述三大板块的互动,进而这种僵化、静态的界分反

过来无益于学科化的发展。因而,不解决儿童文学史与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融通问题,找不准

三者互通的关节点,不仅无法明确“儿童文学”的本体问题,而且无法围绕儿童文学本体而开展儿

童文学史研究。

(一)儿童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一体性”机理

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史看似分属不同的板块,实则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这一点,日

本学者上笙一郎的话具有一定的启示性:“凡是完成一部儿童文学史,研究者都必须首先要具有

一定的儿童文学理论,具备运用该理论写出成熟的作品论和作家论的能力。”[38]中国儿童文学的

批评与创作的相互联动,整体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进而也形构了儿童文学史的基本形

态。不过,发生期的中国儿童文学过于倚重理论批评的推力,而这种“理论的错位”[39]又衍生了

乏力的文学批评。辩证地看,“与庞大坚固的理论体系相比,灵活变易的文学似乎更具有反抗的

可能”[40]。“文学的反抗”阐明了理论批评与文学之间的双向关系,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有助于儿

童文学的发展,但儿童文学本身又具有自主性,其复杂多元的相互作用呈现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

的基本样态。中国儿童文学始于与“五四”新文学同步的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其对中国儿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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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发生、发展与转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显然,这种推力作用的产生源于中国儿童文学作

为一个开放而非自闭的体系,“当我们从整体去把握儿童文学的开放系统之时,可以发现,其间以

各种形式同外界成人社会进行交互作用时,最活跃的接触点———都紧紧联系着‘发展’的动

因”[41]。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理论批评活动的开展和实践始终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创

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文学理论为创作营造气氛,文学批评引领创作潮流,而文学创作也为文学

理论批评提供素材,这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并不罕见。概而论之,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发

展,是在中国文学“大传统”中纵向演进的,也是在世界儿童文学“大格局”中逐渐开启中国本土化

实践的。

在论及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时,洪子诚认为,想要严格区分两者是不可能的:“文学批

评,或者说现状研究,更注重文本的分析、评价、阐释,在某种程度上有更多的‘静态’分析的特点。

文学史研究自然离不开(更准确地说,是以之为基础)文本批评,但它是回顾性的对历史事实的梳

理。”[42]言外之意,文学批评是无法真正做到“静态”分析的,文学史研究也不能不顾及动态下的

文学的自主性。对于中国儿童文学而言,以史的角度来审思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发生、发展

的历程就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并且这种理论批评史与文学史构成互动的关系。以1930
年代中期由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为例析之,该“大系”既包括以文体为

纲的文学作品选集,又包括建设理论集、文学论争集和史料,鲁迅、茅盾、朱自清、刘半农等人撰写

的“导言”就是带有文学史意义的理论批评,这套集创作、理论、批评与史料于一体的“大系”,实际

上具备了“文学史”的全部要素。不过在这里,文学批评是依附于“理论”或“论争”而被收录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理论、批评混杂的现象一直到1996年编撰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

1949)》才得以改变。《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各卷的“编选”本身就是筛选的过程,实际

上定义了什么是“文学”[43]。借用杨义的话说,就是从“选家之学”转变为“文学史家之学”[44]。但

是,这种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文体来选编的方法,显然无法囊括作为一种学科门类概念

的儿童文学,因而也不可能对儿童文学的发展作史的梳理。颇有意味的是,该“大系”还选编了儿

童文学作品,但这种选取源于编者对于儿童、儿童小说、儿童诗等文体界定的模糊认知上。譬如,

徐志摩创作的童话《小赌婆儿的话》被编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周全平创作的童话《烦恼

的网》被编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都是编者基于儿童文学文体混杂意识而导致的“误

编”。

文学批评在百年中国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在于它是人类思想文化传播的引领者和开拓者。

文学批评不是简单的意气之争,实质上是思想的碰撞,缺失思想的文学批评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

的批评。抢占思想制高点、获取意识形态话语权看似是文学批评的目标,但从整个社会与文化发

展的层面看,思想的凸显及突破才是其最为核心的旨趣。无论是蔡元培“树思想之的”[45]、胡适

“以思想为一种艺术”[46],还是李大钊以“宏深的思想”作为“根基”[47],都将思想崛起视为推动时

代社会发展的核心要义。在这方面,儿童文学批评也置身其中而从未缺席。周作人非常重视文

学批评的思想性,他将文学分割为思想和文字两个部分,并将思想革命置于优先的位置上:“文学

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48]思想的绽出保障了文

学批评“先声”的功能,在思想的推动下,文学批评构成了文学活动不可或缺的环节,不再是“文字

的赏玩”,而是“社会的风向”。按照韦勒克“批评的时代”的说法,文学批评并非文本的衍生品,而

是“发现新意”[49]的再生产。这种独立于创作、文本之外的意识保障了文学批评最为基本的品

质———独立思想的传播与阐释。特别是文学遭遇界定危机时,这种以思想为先导的批评品格显

得尤为重要。自20世纪初开始,儿童文学先驱者的译介、创作、作家论、作品论、作家评传、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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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资料汇编、作品选编等,以“复合”的方式整合中国儿童文学的“思想资源”[50],创建了不同

于古代诗文评的现代文学批评范式,并与当时的新文学批评一道,完成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

型,初步形成了创作与批评互动的文学场域和文学生态。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理论批评与中国

社会的转型是联系在一起的,保留着时代的气息与温度。不过,儿童文学批评还有待上升为儿童

文学理论来发挥其指导文学创作的作用。

茅盾是“批评主义”的倡导者和推行者,他尤其赞赏“无丝毫之容情,一言之毁誉,舆论翕然从

之”[51]的砥砺精神。这并不是中国古代那种应酬诗文式的文学活动,而是一种介入现实的“思想

界的新生活”[52]。在百年中国动态的文化语境中,文学批评所带来的思想之于中国文学革新的

价值是不容低估的。儿童文学批评因涉及儿童教育及下一代成长的问题,自然更是如此。无论

是胡风的《张天翼论》,还是贺玉波与芳君围绕叶圣陶童话展开的讨论,都是典型的作家论和文学

批评。此外,关乎儿童文学文体批评、版本批评、审美批评等批评活动也介入了儿童文学的发生

发展过程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儿童文学作家的“文学谈”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批评”,关注作家的

文学批评能返归“作家本位”[53],由此补全了文学批评的完整序列。在儿童文学发生期,围绕着

“儿童文学是什么”这一总题展开的讨论是最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批评活动。针对国内外学界有

人将儿童文学误认为“荒诞不经之谈”,郭沫若并不认同,他以“不是教训文学”“不是通俗文学”

“不是妖怪文学”来阐释其心目中儿童文学是什么[54]。与此同时,批评家对于儿童文学的创作和

发展趋势所作出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儿童文学的发展方向。

在讨论“选本”的问题时,李长之重申了章学诚“一人之集,就是一人之史”的重要性。他将选

本的出发点概括为三类:一是文学史的,二是文学批评的,三是为了实用[55]。据此看,周作人的

《儿童文学小论》属于自编的“儿童文学”选本。周作人编选该书的出发点是实用性的:应“专出儿

童一切用书”的上海儿童书局创办者张一渠之邀约。实际上,除此之外,周作人依然还有李长之

所谓“文学批评”的考虑。关于这一点,周作人在《儿童文学小论》的序中有所说明。有感于中国

学界在提倡儿童本位后又掀起了读经运动,更有甚者,一些人还将某些经典装进儿歌童谣来招摇

撞骗。基于此,周作人认为该书的出版“即在现今也还有他的用处,我敢真诚地供献给真实地顾

虑儿童的福利之父师们”[56]。至于是否出于文学史的考虑,笔者认为不大可能有此立意。尽管

在此之前出现过几部“儿童文学概论”,但这些基本上都是介绍“儿童文学”文体特质及教学实践

的著作。当然,《儿童文学小论》也仅是周作人自己的论文集,不涉及其他人的理论著述,顶多可

以算作是“个人的儿童文学研究小史”,尚不具备儿童文学的治史意识。不过,该书之于早期中国

儿童文学史书写而言却意义重大,它基本囊括了周作人儿童文学的代表作,既有《儿童的文学》式

的综论,又有《儿歌之研究》式的文体论,还有《读<童谣大观>》式的批评文章。从赵景深撰写《<儿

童文学小论>参考书》即可窥见该书的重要性。该“参考书”是赵景深根据教学需要编撰的,采用

“依次注释,并附列图表”的方式辑录了周作人关于儿童文学的11篇文章,由于这是一本教学参

考书,赵景深还特意介绍了讲授的顺序:“宜先授总论《儿童的文学》及《儿童的书》两篇,次授《神

话与传说》,复次授开端三篇,又次授《儿歌之研究》、《吕坤的<演小儿语>》、《读<歌谣大观>》及《歌

谣》等四篇,最后殿以《科学小说》。惟此仅示例,因事制宜,是在教者。”[57]然而,限于儿童观、儿

童文学观以及以“教育学”来充当指导理论的立场,上述论文集还无法构成严密的儿童文学理论,

尚不具备形成一种自觉的理论话语体系。

(二)作为创作与文学史“中间枢纽”的儿童文学批评

借助现代传媒,儿童文学批评更趋专业化、制度化。围绕着儿童文学新作及出现的文学现

象,批评家借助专业期刊发声,理论批评与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逐渐常态化。与《儿童世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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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等儿童文学专业期刊不同,《儿童文学选刊》通过一系列的发现、遴选、召集、命名、引导的文

学行为对儿童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儿童文学选刊》是“选刊”,“选”即是建构在理论

研究和批评基础上的“遴选”。该刊办刊的出发点有二:一是为方便读者集中阅读,二是反映新时

期儿童文学发展的面貌[58]。该刊选取在题材、主题、艺术等方面有新意的儿童文学作品,“着重

选刊开拓题材新领域,主题思想有新意,风格、手法独特,有儿童特点的作品”[59]。该刊还设置了

“笔谈会”,以拉近读者与作家、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笔谈会”常年下设“新人新作选评”和“本

期佳作选评”栏目,约请儿童文学批评家对新时期儿童文学的现场进行跟踪批评,尤其是对“探索

潮”的选评与推动,可视为理论批评与文学创作互动关系的范例。同时,“笔谈会”采用对话的方

式约请新人作家、专业批评家甚至刊发读者来信集中讨论某一话题,形成公共对话的批评机制。

从前期的“笔谈会”到后期的“探索与争鸣”栏目,《儿童文学选刊》在助力儿童文学的发展与拓新

上功不可没。“探索与争鸣”栏目每一篇儿童文学作品都对应相关的批评文章,而且附上了“作家

的话”,这种方式所制造出的批评现场感非常直观。

值得注意的是,自创刊以来,《儿童文学选刊》就开始选载诸如小燚《卖鸡蛋的小姑娘》、宗璞

《鲁鲁》之类成人文学作品。这岂不是混杂和模糊了儿童文学的边界吗? 这岂不是与《儿童文学

选刊》的办刊宗旨形成观念上的抵牾了吗? 其实不然,选载成人文学作品并非要构成一个儿童文

学与成人文学共有的“大文学”图景,也不在于要通过比照的方式来引导读者的儿童文学阅读,而

在于这些作品多以儿童为视角且塑造了特色鲜明的儿童形象。将成人文学作品与儿童文学作品

放在一起并不会产生突兀、割裂之感,所选成人文学作品非常适合儿童阅读。对此,冰心给予了

高度肯定:“《儿童文学选刊》选得很好,不但老、中、青儿童文学作家的好作品都选上了,还有‘成

人文学选载’,把那些为成人写的而适合于少年读者看的好作品也选上了,这是我特别感到满意

的地方。”[60]这与当初《新青年》《小说月报》《晨报》等报刊“选载儿童文学”有着共通之处。不过,

《儿童文学选刊》“成人文学选载”随着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涌现而逐渐缩减,而且集中推介的儿童

文学文体主要是童话与小说,较少涉及其他文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这种“纯化”的趋势也

随着“新潮”作品出现而日趋明显。

当然,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不等同于中国儿童文学史。但如果忽略了文学批评的推力

作用,那么这样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就会缺乏贯通创作与文学史的中间桥梁,因而无法实现其

“历史化”与“经典化”的功能。回到学界“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老话题上,“未完成性”看似是一

个合理的解释,但还不足以阐述当代文学写史的书写困境。当代文学的当下性确实与历史、历史

化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错位,其进入历史、文学史的条件还不具备。除此之外,当代文学“批评化”

也与历史化之间有着差异,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批评化的生态难以构成文学历史化的全部,其

提供更多的是文学现场,但这种文学现场是片段性或断裂性的,无法呈现历史化那种完整的历史

形态。更为重要的是,批评化所内含的主观性、情绪性的阐释难以代替历史化的评价,甚至还有

可能会干扰历史化本身的过滤、归类及反思性的工作[61]。基于此,对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的

编撰而言,不能将其视为一个孤立发展的文学史系统,要统筹文学史与理论批评史“一体化”的对

话关系,并将其纳入“学科”与“学科化”的知识体系中,对百年发展的历史重新进行考察、淘洗及

反思,以期返归“重构”的本义。

四、“一体化”与“主体性”辩证的研究进路

通观文学史书写与研究,想要真正融合“事件的历史”与“述说的历史”是不太现实的[62]。事

实上,中国儿童文学史所呈现出的是一种主观的评价态的文学史,无法真正再现客观、真实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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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文学史样貌。从形而下的层面看,百年中国文学史书写可以真实地呈现文学运动、思潮、论
争等范畴;从形而上的角度看,这种书写很难对其思想层面作出完全真实的概括。撰史者主观性

的介入使得客观真实无法实现:“文学史家与其说是在研究历史事实,还不如说是在借历史事实

表达思想。历史事实作为知识当然有其意义,但更有意义的是文学史家在对其进行叙述时表达

出来的思想,只有思想才让文学史具有鲜活的生命力。”[63]换言之,一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是

撰史者审思历史、表达思想的场域,借助于这种主观性的眼光与视野,众多儿童文学史材料得以

在“讲述”中获取了意义。对此,乔国强指出,文学史的写作过程就是对“意义”的重新认识与构建

过程[64]。这样说来,儿童文学史写作与儿童文学创作并无差异,其本质都是主观的创造。
(一)基于新文学知识体系的整体化及逻辑

从学科建制的角度来看,现代教育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儿童文学的确立影响甚大。陈平原曾

将文学史视为一种“知识”,并认为其与大学教育密不可分:“不只将其作为学术观念来描述,更作

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方能理解这一百年中国的“文学史”建设[65]。可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

的专业化正是在现代中国的教育体制之中逐渐确立下来的,其作为一种现代知识也因卷入了现

代中国历史化的进程而获致了动态发展的意义。在知识传播的过程中,大学课堂、文学生活、稿
费制度、作家身份等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儿童文学的知识生产的主领地是中小学教

育,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知识生产则主要来自大学教育。相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儿童文学

的学科确立却不具备这种成熟的学院化、专业化的基础。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差异也

直接体现在知识授体的差异上。中国儿童文学是成人专门为儿童而创作的文学。这样一来,儿
童和隐藏的成人共同构成了儿童文学的知识授体。这种并不单纯的知识授体因限定的“儿童性”

而具有学科的独特性,但也因内隐的“人学”意涵而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间有着共通性。因而,两
者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扭结在一起。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整合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亟须探寻有效的关节点。在“人学”的
系统下,如将“儿童的发现”融入“人的文学”序列中,就能在发现“儿童”的同时发现“儿童文学”。

而“儿童文学的发现”正是确认两种文学各自特性的前提。“人的发现”实质上就是对过去在“人”

的问题上陈旧及错误观念的反拨。妇女、儿童等下层民众的发现是“现代”的产物。钱理群认为,
“妇女的发现”和“农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的发现”已得到普遍的体认,但“儿童的发现”之于现代

文学的价值却关注较少。对于儿童文学自身的学科价值和超学科的意义,他概括道:“儿童的发

现,不仅直接引发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这是人们比较容易注意到的),而且对现代文学

的观念、思维方式、艺术表现上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这方面的研究,有相当广阔的理论前景,也
有相当的理论难度。”[66]在这里,钱理群并没有直接论析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关系,只是

从“儿童的发现”这一成人的儿童观出发来整体考察现代文学的学科发展问题。事实上,我们可

以沿着钱理群的思路“接着讲”或“重新说”。在论析了儿童观的作用后,系统地探讨儿童文学与

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问题。金莉莉将“儿童”视为张天翼回应大众化问题的策略[67],以此将张

天翼儿童文学创作整合于左翼文学的谱系中。这种以作家为学案反映社会结构的尝试,无疑是

有价值的。尤其是对那些兼及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作家来说,这种“两域”的联动是非常典型

的。可以这样认为,语境、思潮与作家的“一体性”是融通两种文学的基点。研究中国儿童文学与

现当代文学“一体化”问题,并不是以一种主流的思想观念来统领和看取两者的关系,而是强调在

百年中国语境下来动态呈现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当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空间向儿童文学延伸

时,强调“大文学”与历史社会发展的多元共生关系的同时,也容易销蚀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儿

童文学与现代中国的发展之间的张力关系,最终无法真正整体性地看待两种文学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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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一体化”统合基础上的“主体性”追索

近年来,为了打破自我“封闭”和“飞升”的撰史误区,学界倡导在一体化的联动中关注主体性

的理论命题,即在百年中国文学视域下探索儿童文学史的研究思路。它是在文学史叙述的反思

中被提出来的,可视为中国儿童文学“分科立学”向“后学科”转换背景下跨学科拓展的产物。其

中,“百年中国文学”只是作为“视域”的角色和功能存在,并不是要用中国现当代文学去“覆盖”或
“合并”儿童文学。同时,对于儿童文学史的研究并不脱逸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也不限于

儿童文学一域。在廓清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儿童文学的“一体化”关系后,该议题还要进一步系统

考察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主体性”,尤其是探询基于自身特性而开展的“两代人”话语沟通交流。

有论者认为,“一体”与“异质”的整体历史构成了文学史书写的基本“史识”[68]。落实到中国儿童

文学史研究上,科学理性的方略是论述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同步、错位发展的整体历史。

对于两种文学史的整体研究不是简单的历史还原或场域再现,而是要整体全面地梳理其发展轨

迹。必须兼顾两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及由此形成的结构体系,这实际上涉及整合两种文学之间关

系的重大理论命题,这是目前学界尚未企及的领域,但却是一个有高度、有深度的史论场域。具

体而论,“百年中国文学视域中儿童文学发展史”的总体问题可以分解为三个层面:

其一,百年中国文学视域中儿童文学的“发展”。文学不是静止的,它的变化是其自身发展和

外在语境合力的结果。胡适认为历史进化有两类,其中一类是完全自然的进化———演进。在他

看来,“演进是无意识的,很迟缓的,很不经济的”[69]。正因为是无意识的,演进不像革命那样按

人的主观设想来驱动。尽管迟缓,但演进依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对静态的一种反叛与反抗。

一旦讨论演进,就会涉及演进的起点、动力源、机制等议题。而这些要素的考察都建构于百年中

国社会发展演进的基础上。显然,无视中国儿童文学与百年中国思想文化的同源性是错误的,盲

视“文学现代化”驱动下中国儿童文学的动态演进也是不得其法的。因童话等幻想类文体离中国

现实较远,就判定中国儿童文学是超历史的看法更是荒谬的。深入探究就会发现,儿童文学是

“人学”,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它不可能完全溢出整个社会结构。譬如周作人就曾提醒国

人:“童话中也有人,但大率处于被动的地位,现在则有独立的人格,公然与异物对抗,足以表见民

族思想的变迁。”[70]中国儿童文学受现当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又以其不同于其他文学门类的方式

参与了中国现当代文化思想的建构。当然,在透析这种同构性的过程中,也要特别注意儿童文学

的独立性、主体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文学反抗性”。可以说,这种反抗性与外在社会文化语境

的塑造性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观照儿童文学演进的重要维度。

其二,百年中国文学视域中儿童文学的“发展史”。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史研究,是将

其视为“历史化”的一个整体,纳入“社会关系总和”中进行考察。由前述演进动态的儿童文学发

展所构成的历史就是发展史。发展史强调历史发展过程中儿童文学发展的具体走向。其中,“思

想整合”与“形式转化”是文学演进史与思想发展史互动共生的述史理念[71]。不过,正如温儒敏

所警示的,利用思想史的方法来研究文学史不能脱离文学,而是研究文学与思想的互动[72]。由

是,采用通史性的整体研究是必不可少的规定路径。它不是断代史的叠加,也不是个案研究在历

史线性维度上的累加,而是把断代性研究、个案研究、文学现象研究置入百年中国文学的视野之

中。既考虑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整体性,也关注其发展的阶段性、过渡性。在不回避文学史界碑与

历史界碑重合的机制下,分阶段研究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生成与发展问题,具体的做法是:先探

索出埋藏于历史过程中并且不能从这个过程中移出的规范体系,而这种规范体系是某一个时期

内相对被显示得最充分的内核。同时,前一个时期规范体现的“余脉”和下一个时期内规范系统

的“先兆”也会存在其中,从而展现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的连续性,实现“历史过程”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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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的统一。

其三,百年中国文学视域中儿童文学“发展史研究”。这个议题自身就是一个结构与关系的

系统,它不是单向度的儿童文学百年历程的梳理,而是内含着与百年中国、百年中国文学相互关

系的逻辑,同时牵连着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资源的相互转换与作用。其运行的基本原理是由共同

语境所形塑的理论硬核,而不是局部的、细处的理论构架,是一个整体性的知识化结构[73]。从系

统论的思维来看,百年中国文学视域中儿童文学发展史涉及两种文学的结构与关系,体现为“大
文学”内部的关联与整合。“一体化”研究涉及两种文学联结的关节点、具体形态、互动共生及评

价问题。“主体性”的获得源于以“文学性”为主导的文学场域的塑造力、专业专职作家的自主意

识、儿童读者审美意识的兴起、儿童文学批评的引导。而这些问题彼此相连,“一体化”中有“主体

性”的特质,“主体性”中又有“一体化”的贯通。

不言而喻,上述研究遵循贯通文学与历史的整体观。整体观既是一种把握全局的“史识”,也
是一种指向当下的实践形态。在论及研究文学的方法时,胡适主张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来概括

事实中最精彩的部分,即从“纵剖面”和“横截面”来透析“一人的生活”“一国的历史”以及“一个社

会的变迁”[74]。在这里,胡适遵循的是一种以部分来洞悉整体的意识。孙俍工从短篇小说的结

构入手,将人生事实比作为一棵大树,具体方法是我们把树身截取一横断片,把它尽力地描写出

来,并且从这横断片可以看出树的全体[75]。应该说,胡适与孙俍工的“纵横”透视法对于探究百

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观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史”的框架中,阶段性的文学史并非一个封

闭、自足的断代史,而是一个具有开放性、持续性的“横截面”。阶段性的历史当然不能代表整体

性的历史,但可用这种阶段性的历史来透析作为整体的历史。如能根据对应的时代思潮和整体

特征,提取反映时代风气、特征的关键词,作为阶段性文学的主题,从它们所牵连、引申的政治语

境、文化背景、社会风气、文学思潮、美学态度等方面出发,可构建一条清晰连贯的中国儿童文学

发展与时代社会互动的脉络,从而形成阶段性与整体性统一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的概观。

总而言之,在百年中国文学视域中探究儿童文学发展史,是将研究对象视为“历史化”的一个

整体,从“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儿童文学史观”的三维结构中,梳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酝酿、发
生、发展、深化、转换、新变的发展史。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多元共生的关系,为研究百年

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和发展规律,提供了巨大的阐释空间。不是对以往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修订,

也不是基于时间段的向前推移而做的中国儿童文学内容的跟进与添加,而是基于百年中国的语

境、在百年中国文学的视域中来考察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是“重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的

新探索、新实践。不仅要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发展、转折、新变的历史脉络进行深入探究,

而且要从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与儿童文学发展史的互动中拓展理论空间。在此基础上重塑儿童

文学观念及重现儿童文学经典,总结新历史的规律特点,呈现新历史面貌。从而凸显其在百年发

展中因不同语境而做出的历史性选择、调节与突破,同时也激发其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的生机与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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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ationaleandtheFuturefortheStudyoftheHistoryofChildrens
LiteratureintheContextofOneHundredYearsofChineseLiterature

WUXiangyu,ZHOUYingyao
(CollegeofHumanities,ZhejiangNormalUniversity,Jinhua321004,China)

Abstract:ToreconstructthehistoryofChinesechildrensliterature,itisnecessarytofindrationalesinthecontextofa
centuryofChineseliteratureinordertoopenupnewresearchhorizons.Clarifyingtheconceptofchildrensliteratureis
theoriginofthestudyofthehistoryofchildrensliteratureinChina.Therearetwowaysofdefiningthemeta-concept
ofchildrensliterature:“descriptive”and“structural”.Theformerdescribeschildrensliteratureasthe“literature”of
“children”,whichisreflectedinthelayoutanddiscussionoftwokeywords,whilethelatterseesitasastructuralrela-
tionship,andthesetwodefinitionsaremutuallymeaning-generatingterms.Themisinterpretationanddistortionofthe
meta-conceptofchildrensliteraturehascontributedtotheconfusioninthewritingofthehistoryofchildrensliterature
inChina,andhasbeenthecauseofthemisconceptionofthehistoryofchildrensliterature.Literarycriticismisanin-
termediatebridgebetweencreationandliteraryhistory,andbycontinuingtoaskthequestionof“whatischildrenslit-
erature”,Chinesechildrensliteraturecriticismhasbrokenthroughthetraditionalpoetryandliteraturecommentary,led
thecreationtrendofchildrensliterature,providedasemanticfieldforthedevelopmentandevolutionofChinese
childrensliterature,andthusopenedcentury-olddevelopmenthistoryofcultivating“newman”and“literarymoderni-
zation”.ToexaminethehistoryofchildrensliteratureinthecontextofacenturyofChineseliteratureisnottoapply
andcoverchildrensliteraturewith modernandcontemporaryChineseliterature,buttointegratethehistoryof
childrensliteratureintotheoverallpatternofthedevelopmentofnewliterature,andtocreateanewpathforthestudy
ofthehistoryofChinesechildrensliteraturebyfollowingthedialecticallogicof“integration”and“subjectivity”ando-
verallresearch.Thisapproachhelpstoreconstructitshistoricalpictureinastructuredandsystematicmanner,andhighlight
theoverallpictureofChineseliteratureandthedisciplinarynatureofchildrensliteratureoverthepastcentury.
Keywords:onehundredyearsofChineseliterature;reconstructionofthehistoryofchildrensliterature;interoperable
studies;integration;su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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